【原题中的“两业”不合适，题名应该提炼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让人一目了然，不应使用不常见的缩略语。另外，文章题目突出“谁”和“什么”，建议文题修改为诸如：“环境规制视角下传统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关系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等】

“两业”融合、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实证研究
宾  厚，姚秋茹，李  娇，王欢芳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bookmark: sys555118]摘要：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进一步加强，从环境规制视角探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亟待深入。为此，基于环境规制视角，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0－2020年面板数据，分别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区域碳排放效率及传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并采用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1个省市的平均碳排放效率由2000年的0.811下降至2020年的0.511，整体下降幅度较大，其中上海市的碳排放效率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两业融合水平增长速度较快，其中东部地区的融合水平较高，与中西部地区有明显分化；两业融合水平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负向调节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基于此，提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要因地制宜推动两业融合，打造高端绿色化产业园，并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关键字：产业融合；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碳排放效率；环境规制；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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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修缮中文文题、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Integration of "Two Industri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in Hou, Yao Qiuru, Li Jiao, Wang Huanfang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0 to 2020, the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two industries" respectively;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model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two industries" and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low, showing a downward trend in time and space (East – Middle - West).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two industries" has grown rapidly, and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two industr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relatively high, which is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two industri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an effective moderating variable, which plays a negative regulatory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two industries" and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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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强调，要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保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的实现。我国属于工业大国，能源消耗速度快，碳排放量连年增长、居高不下。《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我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33%，是欧美国家碳排放量加总的1.7倍，远超其他国家【补标引著录相关年鉴并著录引用页码】，可见我国碳排放问题不容忽视。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制造业是碳排放量最主要的来源，因此其低碳化进程对实现“双碳”目标有着重要影响。若要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降低碳排放量，必须提升碳排放效率，可通过加快传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发展来实现。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特点，可促进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实现降碳减排目标。随着我国生态建设不断加强，环保政策逐渐严格，两业融合进程与碳排放效率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一方面，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推动区域绿色发展，促进产业健康升级，降低碳排放量，进而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保障“双碳”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限制了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从而影响产业间的融合，不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标引著录相关文章】在“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文章中再次强调降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战略方向，必须持续降低碳排放量、提升碳排放效率，这意味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将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会产生正向促进还是反向抑制影响？环境规制在其中是否具有负向调节或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将开展相关研究回答以上问题。
1 文献回顾
现有关于两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经济效应提升。首先，认为传统制造业与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生产性服务业相融合能够推动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化、绿色化方向优化升级，进而实现提升企业经济效应的目标，如Wang等[1]、刘斌等[2]和汪芳等[3]的研究；其次，两业融合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于制造业服务化，认为传统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性服务纳入自身生产活动过程中，利用位于价值链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为自身产品或服务增值，提升企业竞争力，促使企业经济效应提高，如赵玉林等[4]、李维航等[5]、陈丽娴[6]的研究。二是两业融合水平测度。相关测度方法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主要有投入产出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投入产出法用于评价各经济部门投入产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3]，具体可用某行业投入占另一行业产出的比重表示某行业与另一行业的产业融合度，目前该方法多用于测度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每5年更新一次的投入产出表，数据相对更易获取，因此被应用的范围更广、次数更多，具体做法是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个子系统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表示两个子系统的融合水平越高[7]。
关于碳排放效率，目前学术界主要侧重于对不同行业的碳排放效率进行研究，其中工业与渔业的碳排放效率研究较多。工业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需要燃烧大量的能源化石，这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提升工业企业的碳排放效率有利于带动整体碳排放效率提升。技术研发对提升工业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影响[8]，通过推动绿色技术扩散、传统产业赋能转型从而影响工业碳排放效率。除工业外，渔业产生的碳排放量也不容忽视，解决渔业碳排放效率低下问题需要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力度，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9]。此外，研究过程中使用的碳排放效率测算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FA），如Cheng等[10]利用SFA模型研究我国30个省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效率；Zhang等[11]采用SF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制造业碳排放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分析。二是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如Meng等[12]运用DEA模型分区域测度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效率；Dong等[13]运用DEA模型测算我国各省份的制造业碳排放效率；Li等【核实是否为中文文献？】[14]利用DEA模型测算我国八大经济圈能源碳排放效率。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大多基于区域环境视角来展开，主要可分为3种观点。一是环境规制对区域环境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如有研究指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制造业产业呈现出粗放式发展特征，节能减排技术较落后，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有利于倒逼制造业企业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碳减排[15]。二是环境规制对区域环境存在污染天堂效应。如有研究认为，尽管加强环境规制力度有利于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企业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这不仅会挫伤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还会削弱企业绿色生产能力[16]。三是环境规制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可能呈现“U”型或倒“U”型特征[17]。此外，熵值法是测度环境规制强度的一种常用方法，例如彭星等[18]运用熵值法测算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强度，进而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的问题。
[bookmark: sys29100114]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目前关于两业融合、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的研究颇多，但仍有以下几点有待进一步讨论：一是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探讨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二是研究环境规制在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与耦合度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与两业融合水平，通过熵值法计算环境规制强度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分析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环境规制对两者关系产生的影响。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两业融合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碳排放效率。一是创新驱动效应。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可以借助生产性服务业拥有的各种高端知识实现自身产品增值，不仅有利于克服传统制造业产品生产过程中低附加值、高成本的缺点，还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为绿色生产研发投入提供可能，为企业绿色产业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奠定基础，进而引发企业自主创新行为[19]。其【指代不明】自主创新行为可产生创新驱动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工艺条件，提升企业的绿色生产能力，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使企业在相同时间内以更低的碳排放生产产品[20]。二是产业聚集效应。两业融合过程中，生产性服务逐渐融入制造业各个生产环节中，两业的资源要素间联系日渐紧密，使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产业聚集效应。一方面，通过产业聚集可以提高技术、设备等资源循环利用率，减少资源损耗，推动高污染、高排放的制造业产业向绿色化方向转变[21]，从而降低制造业碳排放量，提升区域碳排放效率[22]；另一方面，产业聚集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绿色生产率，企业间在地理上的距离缩短可降低交流成本、加快资源要素流动，降低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运输的时间成本，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企业绿色生产率，使碳排放效率得到逐步提升[23]。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两业融合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2 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目前，学术界多从环境规制视角来研究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24]【该观点引自文献24？抑或文献24是一个例证？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环境规制在其中可能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对企业行为起约束作用。在环境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可能会以最低环境标准进行生产制造，这不仅对环境存在较大影响，还会阻碍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进而影响区域节能减排，导致碳排放效率提升难度加大；而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意味着环境标准的提高，不仅可以对绿色投资产生引导作用，还可以约束企业行为，降低高污染、高排放等不合规生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驱使制造业企业主动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实现转型，向绿色化发展，提升碳排放效率[25]。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力度加强会增加企业资金压力。在两业融合前期，制造业需要大量资金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而环境规制力度加强将会增加企业的环保成本，因此，制造业企业要么选择放弃部分业务、节省资金以达到环境政策要求的标准，要么选择破坏环境、接受地区环保罚款，而两种选择都会阻碍两业融合的进程，且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26]。在两业融合过程的后期，制造业生产流程已逐渐得到改善，绿色化发展走上正轨，其碳排放量将会远远高于环保标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逐渐降低。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H3：环境规制在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H4：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3.1.1 中介效应模型
借鉴武翠等[27]学者的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分别建立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环境规制以及两业融合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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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中：表示长江经济带i地区第t年的碳排放效率；表示长江经济带i地区第t年的两业融合水平；表示长江经济带i地区第t年的环境规制强度；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水平、发展水平、产权结构、科研水平；表示随机误差项；a、b和c分别为【什么】。若与不显著，则说明不存在中介效应；若与同时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与均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3.1.2 调节效应模型
参考马珩等[28]的研究方法，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在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调节作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如式（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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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中：【式中为Fusei,t×ERi,t,是否有差别？如无差别，全文式中“i，t”统一按“it”或“i，t”表述，统一写法】表示两业融合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检验环境规制是否具有调节作用；[image: ]为【什么】，若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在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3.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3.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2000－2020年的数据（以下简称“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制造业由31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构成；而生产性服务业由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业7个细分行业构成[29]。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
3.2.2 被解释变量：碳排放效率（Cbon）
借鉴李晨等[9]的做法，使用Max-DEA软件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区域碳排放效率。选取的指标如下：（1）固定资本存量，借鉴张军等[30]的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2）劳动力投入，用各地区每年的就业人数表示；（3）能源消耗投入，以能源消费总量表示；（4）地区生产总值，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5）区域CO2排放量，参考王兴民等[31]的研究，将7种能源【哪7种？】消耗产生的CO2加总得到区域CO2排放量。其中，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和能源消耗投入为投入变量；地区生产总值为期望产出；区域CO2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
根据碳排放效率测度结果（限于篇幅，不作展示）：从整体来看，11个省市整体均值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时间来看，2000－2005年，整体均值从0.811上升到0.848，原因可能与2004年我国出台多项与环保相关的政策文件有关，如2004年12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生态环境部）下达了《2004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要点》；2005－2020年，整体均值有波动地下降到0.511，可能与各省市重点关注经济效益增长或忽视节能减排技术改进有关，其中江苏省和浙江省的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了0.519和0.495【确定前后对应】，原因可能是江浙地区工业规模持续扩大，碳排放量基数过大，导致碳排放效率不断降低。从区域来看，空间均衡性较差，整体均值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其中，上海市碳排放效率处于第一层次，均值达1.339；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处于第二层次，均值在0.616～0.794之间浮动；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处于第三层次，均值在0.310～0.532之间浮动。碳排放效率最高的上海市与碳排放效率最低的贵州省的均值相差1.029，差距较大，这可能与这两省市产业结构不一致有关：贵州省工业占比较高，多以传统的高能耗工业产业为主，碳排放量较大，且经济发展缓慢，投入研发节能减排技术的资金相对不足，碳排放效率较低；而上海市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将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引入工业生产中更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研发更先进的绿色技术，从而减少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达到碳排放效率的有效提升。
3.2.3 核心解释变量：两业融合水平（Fuse）
借鉴张虎等[32]与Ge等[33]的做法，考虑指标的合理性、可取性以及科学性，选取规模指标、产业指标、区位指标、潜力指标构建两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区域两业融合水平。
表1  两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

	规模指标
	城镇就业人数/万人
	法人单位数/万家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增加值/亿元

	
	制造业增加值/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产业指标
	产值比例
	产值比例

	
	就业人数比例
	就业人数比例

	
	固定资产比重
	固定资产比重

	区位指标
	区位商
	区位商

	
	比较利税率【？】
	相对劳动报酬率

	潜力指标
	产值增长率
	就业人数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增加值的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率




耦合协调度模型中包含多项序参量，设序参量为，k为子系统，k=1表示制造业子系统，k=2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子系统；i（i=1,2,3,...,m）表示第i项指标【上文中，i代表i地区，文章中同一个字母只能代表一个含义。下同】；j（j=1,2,3,...,n）表示指标中第j个变量。首先，将序参量进行标准化。

		（7）




式（7）中：表示标准化后的序参量；表示k子系统第i项指标序参量的下限；表示k子系统第i项指标序参量的上限，。
其次，计算每项指标的权重。

		（8）

		（9）


式（8）（9）中：表示k子系统第i项指标信息效用价值；表示k子系统第i项指标权重。
利用权重计算耦合度的表达形式如下：

		（10）

		（11）


式（10）（11）中：表示k子系统s地区第t年综合发展水平；表示s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第t年耦合度；s=1,2,3,...,11；t=1,2,3,...,21。



由于耦合度在、较低的情况下可能会得出两业融合水平虚高的评价，故采用耦合协调度来评价两业融合水平，该值越高则两业融合水平越高。

		（12）











式（12）中：表示地区第年耦合协调度，取值为(0,1]之间；表示地区第年的协调指数，，其中与分别是、的权重，由熵值法确定。
参考舒小林等[34]的研究，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在(0,1]区间内每间隔0.1为一个等级，由0到1等级逐步提高。比如，当耦合协调度属于(0.0~0.1)区间时，为1级，此时两业融合处于极度失调状态；相应地，当耦合协调度属于[0.9~1.0]时，为10级，此时两业融合处于优质协调状态。
从计算结果来看（限于篇幅，不作展示），纵向比较，11个省市两业融合水平在2000－2020年间呈波动上升趋势，只有江苏省和浙江省的两业耦合协调度大于0.7。其中，江苏省的两业融合水平提升速度最快，耦合协调度从2000年的0.478上升至2020年的0.995，从濒临失调状态转为优质协调状态。2019－2020年，上海市的两业融合水平有所下降，安徽省与湖北省略有反超【反超上海？】，这可能与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有关；贵州省的两业融合速度相对缓慢，耦合协调度始终处于0.4以下，两业融合程度低。横向比，2000－2009年，浙江省的两业融合水平最高，其次是江苏省与上海市；2011年，江苏省两业融合水平反超浙江省，并在2012－2020年与之逐渐拉开距离；贵州省耦合协调度整体上较低，且随着年份的增加与江苏省的差距逐渐扩大，在2000年与江苏省仅相差0.109，在2020年差值增至0.720，说明贵州省在两业融合方面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3.2.4 调节变量：环境规制强度（ER）
综合考虑黄建欢等[35]与徐维祥等[36]的研究，选取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的综合指数表示环境规制强度的大小。根据测度结果可知，11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在测度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上升速度较快：2000－2010年期间加速上升，其中贵州省从0.148上升至0.684，上升速度最快；2011－2020年间上升速度有所回落，但均大于0.67。同时，11个省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值逐渐缩小，从2000年相差0.579到2020年相差0.250，说明各省市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逐渐加强。
3.2.5 控制变量

参考Li等[14]、马海良等[37]的研究，选取城镇化水平（URB）、经济发展水平（GDP）、产权结构（STR）与科研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并将其作对数化处理。其中，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生产总值表示；产权结构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表示；科研水平用每万人专利授权数表示。
4 实证分析
4.1 中介效应
通过豪斯曼检验得出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本研究，随后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两业融合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H1得到验证；原因在于两业融合发展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促使碳减排技术加快更新，碳排放效率随之得到提升。从模型2的结果来看，两业融合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两业融合对环境规制存在较强的负面影响，即两业融合水平提升会阻碍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两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扩大产业规模实现快速发展，导致进一步加大地区污染排放，削弱碳排放效率提升带来的绿色效应，从而阻碍环境的绿色发展【逻辑不清晰，两业融合阻碍环境绿色发展与环境规制力度的关系在哪里？】。从模型3的结果来看，两业融合系数显著为正，与模型1相比，显著性不变但系数有所下降，因为模型3中的系数受到中介变量环境规制的影响而降低；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即环境规制力度加强不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H2得到验证。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差异，特别是中上游产业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布局不合理，环境规制力度一旦加强可能带来生产成本增加的风险，从而打击企业创造绿色环境的积极性，导致区域碳排放效率降低。综上，根据中介效应理论可得出，环境规制在长江经济带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验证。


为进一步探究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的具体程度，用计算两业融合通过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产生的间接效应的大小，用表示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反映中介效应的强度。间接效应计算结果为0.064 6，表明两业融合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环境规制降低0.136 0个单位，进而引起碳排放效率增加0.064 6个单位；间接效应占比计算结果为5.57%，说明两业融合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过程中有5.57%是通过限制环境规制力度加强来实现的。
另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水平未能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对环境规制具有弱促进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人口整体素质逐渐提升，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随之增加，从而促进了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尽管长江经济带下游属于高度城镇化地带，但中上游城镇化水平较低，从而导致城镇化水平在整体上对碳排放效率无明显影响【表意不明，逻辑不清晰，理由不充分】。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规制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碳排放效率影响不大；但加入环境规制变量后，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效率有弱推动作用，说明环境规制对两者关系有显著的影响。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有促进作用，对环境规制有抑制作用。科研水平对环境规制影响有限，对碳排放效率则具有阻碍作用，且加入环境规制后系数大小与显著性不变，说明科研水平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不受环境规制的约束。

表2   环境规制对11个省市两业融合水平与碳排放效率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Cbon
	ER
	Cbo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Fuse
	1.159***（4.88）
	−0.136**（−2.25）
	1.095***（4.69）

	ER
	
	
	−0.475**（−2.40）

	URB
	0.271（1.13）
	0.057*（1.95）
	0.299（1.32）

	GDP
	0.145（1.29）
	0.168***（6.44）
	0.225*（1.86）

	STR
	0.232***（3.46）
	−0.093***（−6.14）
	0.188***（3.00）

	IN
	−0.167***（−3.36）
	−0.001（−0.05）
	−0.167***（−3.36）

	C
	−2.436（−1.27）
	0.889***（2.82）
	−2.014（−1.07）

	R
	0.175
	0.836
	0.193

	F值
	8.61***
	229.66***
	8.32***


注：1）*、**、***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为t值。下同。

4.2 调节效应
将碳排放效率、两业融合水平与环境规制强度作标准化处理，再利用Stata 16软件对模型进行层次回归检验调节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从主效应（模型4、模型5）【模型4模型5分别对应那个式子的模型？】结果可知，两业融合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与中介效应模型1结果一致。从调节效应（模型6）【明模型6对应哪个式子模型？】结果可知，两业融合与环境规制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0.324），即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交叉项每提升1%，区域碳排放效率将平均降低0.324%，说明环境规制能够负向调节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即环境规制力度越强，两业融合对提升碳排放效率的积极作用越低，H4得到验证。在两业融合过程中，制造业企业可以逐渐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迭代升级、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等目标，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但技术的更新换代也会带来产能扩大，从而带动企业规模扩大，导致环境污染排放物总量进一步增加，进而限制了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弱化了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另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水平、产权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提高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权结构均能显著地提升碳排放效率；而科研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下对碳排放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可能是科研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工业企业发展步伐，企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导致碳排放量不降反升，阻碍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表3中的模型4~模型6对应的哪个模型？需要一一说明】
表3   环境规制对11个省市两业融合水平与碳排放效率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Fuse
	0.643***（5.60）
	0.607***（5.28）
	0.829***（6.64）

	ER
	
	−0.331**（−2.23）
	−0.606***（−3.79）

	Fuse×ER
	
	
	−0.324***（−3.93）

	URB
	0.893***（2.98）
	0.982***（3.27）
	1.060***（3.64）

	GDP
	0.476*（1.75）
	0.739**（2.51）
	0.705**（2.47）

	STR
	0.764***（4.10）
	0.619***（3.16）
	0.569***（2.99）

	IN
	−0.548***（-3.17）
	−0.550***（−3.21）
	−0.510***（−3.06）

	C
	−8.547**（−2.53）
	−8.349**（−2.49）
	−8.753***（−2.69）

	R
	0.175
	0.193
	0.246

	F值
	9.56***
	8.94***
	10.37***



4.3 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sys22020889]为检验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更换关键变量的方式重新进行回归。首先，将被解释变量Cbon替换为地区生产总值与CO2排放量之比（），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次，将解释变量Fuse替换为虚拟变量，同时将耦合协调度等级为1至5级的样本标记为0，6至10级的样本标记为1，其中表示标记为0的参照项虚拟变量样本，表示标记为1的虚拟变量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两业融合水平对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环境规制在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之间仍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与主回归分析结果一致。此外，如表5所示，虚拟变量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仍呈现出显著影响，且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在1%水平下对碳排放效率仍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与主回归分析结果一致。综上，说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稳健。
表4  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Cbon2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Fuse
	0.312***（5.57）
	−0.136**（−2.25）
	0.288***（5.08）

	ER
	
	
	−0.172***（−3.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C
	−0.792**（−2.32）
	0.889***（2.82）
	−0.639**（−1.99）

	R
	0.253
	0.836
	0.297

	F值
	9.900***
	229.660***
	11.250***



表5    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Cbo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Fuse2-1
	0.334***(−6.214)
	0.318***(−5.935)
	0.442***(−6.365)

	ER
	
	−0.476**(−2.271)
	−0.401*(−1.923)

	Fuse2-1×ER
	
	
	−0.964***(−2.7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C
	−2.021**(−1.994)
	−1.955*(−1.946)
	−2.661***(−2.601)

	R
	0.198
	0.216
	0.242

	F值
	11.109***
	10.288***
	10.152***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研究通过测度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00－2020年的碳排放效率以及环境规制在碳排放效率与两业融合之间的调节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1）11个省市的平均碳排放效率由2000年的0.811下降至2020年的0.511，整体下降幅度过大，表明各省市对环境效益的重视有待提升。其中，2000－2020年期间，上海市的碳排放效率始终领先于其他省份，在1.255～1.445之间波动；其余省份碳排放效率在2000－2011年期间波动较大，2012－2020年间下降速度有所减缓并逐渐趋于稳定。另外，两业融合水平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其中，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的两业融合水平始终处于高地，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的两业融合水平较低，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有利于两业融合发展，而西部地区的经济欠发达，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制造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状态。
[bookmark: sys298073]（2）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显著弱化了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说明积极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且两业融合能够通过显著环境规制发展【？】来实现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此外，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效率无明显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产权结构对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科研水平则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3）环境规制对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显著弱化了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
5.2 政策建议
（1）打造高端绿色化产业园，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两业融合对碳排放效率提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推动两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强化传统制造业绿色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实现降碳减排目标。一方面，要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各地方政府可根据自身情况积极打造高端绿色化产业园，形成区域产业集群，增强产业聚集效应，进而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制造业的绿色环保投资，各地方政府可主动引入有利于当地制造业绿色环保增值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并加大制造业绿色环保投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制造业企业的融合，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进而提升整体碳排放效率，推动地区经济向低碳化发展。
（2）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防止逐底效应产生。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之间两业融合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上游与下游的两业融合水平差距较大，制定强环境规制政策可能不利于中上游两业融合与碳排放效率提升，因此，各省市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环境政策，在保证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促进环境效益增长。其中，对中上游地区实施较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产业绿色化融合发展，在产业转型升级期间再逐渐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相关扶持力度，鼓励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的创新行为，促进碳排放效率稳步提升；对下游地区则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保持区域两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防止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进入当地市场破坏两业融合发展进程，扰乱当地生态治理，另一方面防止当地企业在低环境规制下为减少环保投入而降低自身绿色生产能力，防止逐底效应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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